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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后物质主义时代，当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适度节制是可能的，因为节制

不是否定物质，而是重构价值排序，节制不是代际对抗，而是文明传承的智慧平衡。作为个体美德的

节制应该扩展到人类整体，这种扩展非常必要，其可行性在于人类进化中的“生活理性”。这种生活

理性在制度层面需要建立合理的消费调控体系，在文化层面需要重构价值传播体系，在技术层面需要

依托数字技术实现伦理理念的具象化。“类节制”如何成为限制人类整体性贪婪的有效伦理手段，需

要重新反思人类发展道路，正确处理好占有与存在、探索与敬畏、即时性与历史性、特殊性与普遍性

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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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在《伦理》一书中曾提出构建人类伦理或寰球伦理需要九种觉悟，其中

就有“对人类在宇宙中的有限性的觉悟”，认为必须“设想人类在物质扩张上的限度，并相应地进行

心理的、道德的和精神的提升”[1](237)。这意味着人类的整体性节制不仅是解决人类生存危机的当务之

急，也是构建人类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节制一直是人类倡导的基本美德，也是后物质主义时代的核心伦理价值。“后物质主义”(post- 

materialism)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他在 1977 年出版的著作《静悄悄的革命：西方民众变动中的价值与政治方式》(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中系统阐述了这一理论。后物质

主义时代不是一个时间概念，因为我们无法精确判断人类在什么时候已经或将要过上富裕的生活；它

也不是一个实体性概念，因为我们无法说明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个体具体的富裕标准是什么。

我们只能用后物质主义时代来描述人类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生存需要)得到相对满足之后的某一段历

史时期。后物质主义时代只是一个分析性概念，虽然它带有价值评价的属性。有的学者在用“后工业

时代”“世俗化时代”“后富足时代”等说法的时候，对某些特征的提炼同样涉及这一种时代特征，与

后物质主义时代有某种思想暗合之处。笔者提出后物质主义时代的人类整体性“节制”这一重大伦理

问题，其实是想深度思考在目前世界面临撕裂与断层、全球化遭遇极度逆转的境况下，现代化“之中”

或“之后”的人类未来伦理必须认真思考的三个问题：一是当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

人的需求是否还是以物质满足为第一取向?二是在地球甚至宇宙的资源都无法满足人类的物质欲望的

情况下，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三是作为个体美德的“节制”是否应该扩展到人类整体，以及如何成

为限制人类整体性贪婪的有效伦理手段？这样的伦理追问也许并不能从细节上带来政策的具体安排，

暂且只能作为一种思想描述，进而引发人们的关注与思考，这本身也是一种思想上的伦理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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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对物质欲望的适度节制是否可能 

 

当人类文明挣脱物质匮乏的枷锁、站在富足社会的十字路口时，一个关乎人类存在本质的哲学问

题便浮出历史地表，即当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们的需求是否还是以物质满足为

第一取向?美国著名政治文化学家英格尔哈特以否定性论断开启了现代性精神困境的思辨场域，在物

质欲望与精神追求的辩证运动中构建起理解人类文明转型的新的认知坐标。 

英格尔哈特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公众的价值观会逐渐从强调物质

需求(如经济稳定、生命安全等)转向更关注非物质需求(如言论自由、政治参与等)[2](23−24)。这种价值观

的转变被称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并成为解释社会变迁(如环保运动、性别平等、文化多样性等)

的重要理论框架，也是分析、预测现代化运动前后政治文化和伦理生活变化的风向标。这种理论框架

建构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代际价值观更替理论之上。换言之，当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被满足后，

人们会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成长于经济繁荣时期的年轻一代更容易接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而

经历过物质匮乏的老一代则更倾向于物质主义。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有低级需要和高级需要之分，具体可以分

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3](162−168)。其中，前两

种应该是物质需要，后三种是精神需要。当然，这样的排序并不是普遍固化的，存在许多例外，存在

顺序颠倒的情况。“当一种需要得到长期满足时，对这种需要的价值可能会估计不足。”[3](170)如一个长

期没有经历过饥饿的人容易低估饥饿的后果，因而把食物看得不重要，此所谓“饱汉不知饿汉饥”。

当然，也有人为了追求崇高的理想，宁愿牺牲一切，此所谓“优势需要”的满足。马斯洛的需要层次

理论表明，无论何种例外，人的需要总是分层次的。这些需要大致可以分为基本需要和发展需要，尽

管不必拘泥于需要的顺序，但一定是在满足基本需要之后才会有发展的需要。高级的需要必须以低级

的需要为基础，否则就会“倒塌”[4]。然而马斯洛没有认识到，虽然基本需要的满足是第一位的，但

是在满足基本需要之后是否会向发展需要的层次升华，这是不确定的，会因人而异。一般来说，正常

人在正常社会条件下，都会在满足基本需要之后产生“后动机”，“后动机”使人趋向更高一级的发展，

个体如此，群体也如此。 

英格尔哈特在《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和《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等论著中也有同样的说明。

英格尔哈特认为，一个国家多数人的需要层次结构是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以及受

教育水平直接相关的。在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是压倒性的。而在发达国家，人

的需要正在发生着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就是以代际变化为特性的价值观变革，即物质需要的满足被人

的被尊重、自我表达和个人自由等高级精神需要所替代。这就是一种“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这种价

值观的转变基于两个基本假设：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匮乏假设表明，人越匮乏的东西越有可能

成为最重要的价值观，“只有在某些东西的供应相对不足时，人们才会在主观上给予它们最高的价

值”[5](32)。当物质匮乏时，人们一定是把物质主义的东西摆在首位的。在富裕条件下，人们则可能强

调诸如归属感、尊重、审美和自由这些“后物质主义”目标。社会化假设表明，社会经济条件与优先

价值观之间并不是一种立即变化和可快速调整的关系，“两者之间会有一个较长的滞后，因为很大程

度上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反映的是未成年阶段的主流环境”[5](32)。由此可见，如果进入“后物质主义时

代”，人们对物质富裕的需要显得并不是那么迫切，而是想要实现中国语境中的“精神共同富裕”。人

类对物质生活的满足具有天然节制的倾向，这种倾向源于人有更高级的精神追求。这也是人类区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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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存在物的优越性，内生性的高级需要节制低级需要，正好体现了人的尊严与高贵。 

与此同时，英格尔哈特在《静悄悄的革命：西方民众变动中的价值与政治方式》一书中系统解释

了“代际价值观分化”的逻辑，其前提还是建立在他的“匮乏假设”理论基础之上的。虽然这种逻辑

只有在社会统计学的范畴内得到证明，但也预示着人类有可能对物质欲望有所节制，在此基础上的社

会伦理价值观会有某些变化，尽管有的变化是短暂的，有的变化是长久的。 

首先，代际价值观分化的根源在于人类正在经历从物质匮乏时代向后物质主义时代的转变。“后

物质主义理论”的核心在于解释为何不同世代人群的价值观存在显著差异，认为这种差异并不是偶然

的，而是根植于个体成长时期的社会经济环境对其价值观的塑造。人是环境的产物，特别是经济环境

对人的价值观的塑造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不仅是需要层次决定的，也是社会环境影响方式决定的，特

别是当把发展经济作为社会的重点的时候，人的价值观不可能完全摆脱物质主义的影响。尽管英格尔

哈特通过分析历史事件、心理学机制和制度变迁，构建了一个动态的解释框架，并且证明不同世代因

成长环境不同，其需求优先级的固化方向会有所不同，但价值观的变化仅仅是基于富足与安全的“升

级”，而非“断裂”之后的“另起炉灶”。这就意味着，哪怕进入富足社会，人们并非不需要物质生活，

而只是把自由、尊严、个性发展等作为优先级加以考虑。在此意义上，节制并非“存天理，灭人欲”，

而是物质欲望的“压缩”或退出“优先级”。 

其次，代际社会化的本质是价值观的“历史锚定”。个体的核心价值观在青春期后期至成年早期

形成后，具有极强的稳定性，这一过程被称为“社会化烙印”。“人们一旦在童年与青年时期确立某种

特征，成年时期就会一直持有这些特征。”[2](20)也就是说，个体在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所经历的社会

经济条件，有时会像锚一样固定其终身的价值取向。英格尔哈特的研究证明，老一代人的价值观优先

反映的是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占主流的相对不安全的物质条件，而年轻一代特别是那些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出生的人群，将不再那么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2](21)。这也只能说明，在后物质主义时代，人们

在价值优先选择上出现了转变，并不能说明人们已经没有物质欲望；在后物质主义时代，保持对物质

欲望的适度节制具有可能性且相对比较容易，从而形成并置性关联。 

最后，价值观的代际分化与制度和文化的协同演化相关。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不仅是个人心

理变化的结果，更与制度环境提供的“安全系数”相关。也就是说，只有建立健全覆盖全民的医疗、

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才能直接解除公民的生存压力和对安全的担忧，并在此基础上才能不“专注”

于物质生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各国都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致力于社会建设，特别是社会福利保

障制度建设。在此背景下，人们选择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概率相对较大，才有可能对物质欲望保持适

度克制。 

英格尔哈特的理论赋予了“节制”新的哲学内涵。其一，节制不是否定物质，而是重构价值排序。

它要求将物质需求从“目的论”降为“工具论”，如同道家“物物而不物于物”的智慧，在占有物质

的同时保持精神的自主性。当日本“断舍离”文化从生活方式升华为生存哲学时，当西方以“慢消费”

运动对抗快餐式物质主义时，这种节制实践正在重塑人与物的关系，使其从异化状态回归本真状态。

其二，节制不是代际对抗，而是文明传承的智慧平衡。老一代的生存经验为节制提供历史镜鉴，年轻

一代的创新精神为节制注入时代内涵。这种代际协作在保守与创新的平衡中实现代际和谐。与此同时，

在从工业文明到数字文明的转型过程中，节制需要在物质与精神、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寻找动态的

平衡点。文明的进步不是物质财富的无限积累，而是人类能在物质丰裕中守护精神家园。当人工智能

开始模仿人类思维，当生物技术开始挑战生命伦理，这种守护就变得尤为迫切。因为只有超越物质欲

望的束缚，人类才能在技术狂飙的时代守住“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存在论尊严。英格尔哈特的理论

最终指向一个可期待的未来，这就是当代际价值观在对话中达成和解，当节制从伦理要求变为生存美

学时，人类文明将完成从“物质增值”到“精神进化”的根本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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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英格尔哈特的理论在 21 世纪面临着新的挑战，但其核心逻辑仍然被验证了。如，2008 年

金融危机后，欧美部分年轻人因失业和房价飙升出现了“再物质化”倾向。又如，2011 年美国“占领

华尔街”运动的核心诉求是经济公平，而非传统后物质议题。然而，这种回摆或反复并未否定英格尔

哈特理论的内核，相反，更加有力地验证了“匮乏性优先”原则，即当物质安全受到威胁时，价值观

可能暂时回归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离不开坚固的经济基础与安全基础。英格尔哈特的理论揭

示了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即经济发达和物质繁荣既是后物质主义的催化剂，也可能

因过度消费而引发生态危机，导致发展不可持续，将人类引入“绝境”。这种代际价值观的呈现与对

话，不仅是学术命题，更是人类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挑战。特别是当人工智能技术和生物基因

技术被滥用而导致所有劳动都被自动化和异化、收入不平等问题恶化、经济收益的集聚极度少数人化，

甚至整个人类面临“变种”的可能的时候[6]，我们是不是应该高喊一声：“人类， 请节制！”  

 

二、如何平衡物质欲望及其满足条件 

 

人类文明的深层困境，本质上是一个存在论意义上的悖论。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其内在欲

望的无限性与外部世界的有限性之间，构成了永恒的张力结构。这种张力并非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

的价值之争，而是根源于人性的二重性：人既是被自然因果律支配的感性存在，又是能超越经验限制

的理性主体。如何在这一矛盾中寻找平衡，实则是对人类实践智慧的终极考验。 

其实，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困境，不在于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何者优先，抑或人要不要成为物质

主义的奴隶，而在于人那无止境的欲望与实现欲望的可能条件之间的差距和矛盾如何消解、如何平衡。

相对内隐于人性之中的“欲壑”，现实的满足条件总是欠缺而“难填”，这一矛盾是永恒的。如果我们

认定理性是人之为人的标志，抑或理性是人自证的最高依据，那么理性的最大功用应该是对欲望的“把

关”与“挚动”。然而问题在于，当人类高举理性大旗时，人的所有欲望被带入了一种无差别、无主

次的“主体性”地位，并美化为“价值理性”，最终又将理性自身沦为可满足人一切欲望的工具，如

科学技术，即“工具理性”。其实，人类从来没有断然分开过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总是在二者的纠

缠中有所倚重，人类就这样把“人是理性的动物”证明得完美无缺、天衣无缝。但是事实上，当人宣

称自己有理性时，并没有意识到对自身欲望加以约束的必要，而是为了实现某种欲望。正如康德所言，

“假如在一个既具有理性，又具有意志的东西身上，自然的真正目的就是保护它，使它生活舒适，

一句话就是幸福，那么，自然选中被创造物的理性作为实现其意图工具，它的这种安排也就太笨拙

了”[7]。所以，康德认为，理性需要善良意志来支配，因为“一个理性越是处心积虑地想得到生活上

的舒适和幸福，那么这个人就越得不到真正的满足”[7]。只有出于责任的实践理性，才具有道德价值。

这种实践理性于人类自身而言，就是对与生俱来的本能的控制，即自我节制。 

人之所以高贵，是因为人具有自我克制的能力，人的认知能充分把握自身及存在世界的有限性。

即便人类疯狂到无法自律，整个宇宙的资源也是无法满足人类在物质层面上的无限度贪欲的，在人的

欲望与满足欲望的资源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矛盾或差距。人类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在相信自身理性的

基础上，开出了“外扩”与“内敛”两条路线。外扩路线就是通过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尽可能挖掘、

开发、增加满足欲望的资源，甚至无止境地开发原有限资源，或者不断去拓展新空间资源。当地球资

源明显不足时，人类已经开始打其他星球的主意，甚至想要占领整个宇宙。这种“外扩”型的解决办

法从近代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由此带来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不但由此在大物质层面获

得了巨大收益，而且自身主体性也获得了明显提升，征服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自信心日益膨胀，甚至出

现了获得“绝对自由”的错觉。但是，资源紧缺警钟的敲响，环境的日益恶化，生态危机的全面爆发，



哲学研究                                       李建华：类节制：后物质主义时代的伦理觉悟 

 

5

 

消费主义导致的“单面人”的产生等，已经将人类的这种自信与狂妄碾得粉碎。“外扩”不得不有所

收敛，不得不正视资源的有限性，不得不正视人类自我灭亡的可能，不得不思考人类如何可持续发展

的问题。这使我们不断提高“对我们的地球状况的生态觉悟，包括我们与生物圈的生死与共的关系。

地球不是一个物理行星、一个生物圈和人类的简单叠加，而是物理−生物−人类的一个复杂的总体，其

中，生命是地球历史的一种涌现，而人则是生命历史的一种涌现”[1](237−238)。这种觉悟提高的标志就

是人类的自我节制，即由“外扩”型向“内敛”型的实践方式转变。 

可见，平衡人类的内在欲望与外部世界，不能再仅仅依赖“外扩”，而是要反思人类自身，寻找

有效的“内敛”路径。自人类进入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

家，都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外扩”型道路，拼命地向外部世界索取资源，以满足人类暂时的需求。问

题在于，资源短缺、资源耗尽、资源掠夺等资源危机已经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加之近代以来

主导人类行为方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导致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人类不得不反省自己所选择的

道路，也不得不反思自身“类欲望”的合理性问题——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存在?人类整体性的节制应该

是一种最好的选择。“类节制”属于人类伦理的范畴，它不是从人类学推导出来的，“因为任何义务都

不能从知识中推导出来”[1](231)，尽管从“类”的高度去看义务，所有义务都是“人类”自己的义务。

所以，人类伦理实质上是担当人类命运的具体的伦理模式，是人类意识的伦理普遍化。“类节制”的

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于：一方面，人类正面临巨大的资源危机，如果不节制终将走向自我毁灭，既然“外

扩”之路不能或走不到底，那么，“回头是岸”，走自我“节制”之路，或许是一种希望；另一方面，

人类不但自己要生存，还要考虑人类的延续，要考虑子孙后代的生存问题，所以从代际伦理的角度，

人类也要自我节制，为子孙后代留下资源，否则会被后世所咒骂。 

要实现由“外扩”向“内敛”的转变，必须遵循生存伦理、发展伦理、代际伦理、科技伦理，并

在此基础上形成人类的整体性节制，具体需要正确处理以下四种关系。 

第一，在生存与享受关系上，以生存为要。生存与享受的关系本质上是人类存在论视域下的实践

理性议题。从哲学发生学来看，生存首先表现为生命存在的物质性维系，是一切价值创造的本体论前

提。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构建的“功能论证”已隐含生存优先性。生态伦理学的当代

发展证明，在气候变化语境下，基本生存条件的保障已成为超越个体享乐的类伦理责任，彰显出生存

作为人类共同体的底线共识。生存的这种优先性既非否定享受的伦理正当性，亦非倡导苦行僧主义，

而是强调人类实践理性的本质：在有限性存在中建立合乎存在论逻辑的价值秩序。当且仅当生存获得

本体论确证，享受才能超越动物本能，升华为具有社会伦理意义的人类整体性自由。因为，“节制就

是这种适度，通过它我们才成为各种娱乐的主人而不是它们的奴隶”[8]。 

第二，在发展速度与质量关系上，以质量为要。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甚至经常出现“弯

道超车”的惊险情境。高质量发展伦理强调“人是目的”，发展是满足人的多元需求、促进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发展速度若背离发展质量，就会损害人的发展根基，就会出现诸如生态破坏、资源浪费、

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只有坚持高质量发展，才有利于资源合理分配，保证社会公平，才能真正

实现为了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标。 

第三，在现在与未来关系上，以未来为要。这意味着需要从代际正义角度凸显可持续发展的伦

理意义。代际正义要求我们突破“当下”的狭隘视角，将伦理关怀延伸至“未来”世代。当下的资源

利用与发展模式，深刻影响着未来世代的生存与福祉。如果只着眼现在，过度开发资源、破坏生态，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期利益，那么便是对未来世代基本权利的侵犯。可持续发展正是代际正义在

现实中的实践路径。它倡导合理利用资源，追求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共进，确保未来世代拥有与

我们相当甚至更好的发展条件。这是一种人类伦理责任的整体担当，要求当代人克制过度的欲望，在

满足自身发展需求的同时，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宜居且充满发展潜力的世界，使人类文明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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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实现代际公平与代际和谐。 

第四，在科技创新与守正关系上，以守正为要。从科技伦理视角看，守正代表着科技发展要遵循

基本的道德原则、价值规范和人类社会的公序良俗。虽然科技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但是

若是脱离守正的轨道，就可能沦为脱缰的野马。所以，我们不但要为科技创新装上伦理“方向盘”，

还要装上伦理“制动器”。以基因编辑技术为例，它为攻克疑难病症带来曙光，但若突破科技伦理底

线，进行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改变人类自然遗传基因库，这将引发难以预估的伦理风险，挑战

人类的尊严与平等。如果无视科技伦理规范，把人类当作技术实验的对象，那么就违背了以人为本的

科技伦理原则。只有以守正为基石，将科技伦理融入科技创新的全过程，才能确保科技发展服务于人

类福祉，实现科技与人文的和谐共生。 

总之，人类欲望与满足条件的矛盾，本质上是存在与超越的辩证统一。这种矛盾的永恒性，恰恰

构成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内在动力——它既警示我们正视自身的有限性，又激励我们在精神层面追求无

限性。当我们以“类节制”伦理重构人与世界的关系时，实则是在践行马克思所言的“自由王国”理

想。这种自由王国的实现，需要我们完成从“欲望的囚徒”到“意义的创造者”的存在论飞跃。在物

质层面学会节制，在精神层面勇于超越，这既是对康德“人是目的”命题的当代诠释，也是人类在技

术狂飙时代守住文明根基的唯一出路。当我们不再以物质占有量衡量人生价值，而是以精神境界的高

度定义存在意义，欲望的有限性与精神的无限性便达成了辩证统一。这种统一正是人类在宇宙中确立

自身独特性的终极证明。 

 

三、个体美德的节制如何扩展到整个人类 

 

当苏格拉底在雅典城邦的街巷中追问“美德即知识”时，他不会想到，个体灵魂的节制美德，竟

能在两千四百多年后演变为关乎人类文明存续的“类伦理”命题。从柏拉图的灵魂三分法到全球生态

危机，节制的伦理维度经历了从个体心性修养到人类整体命运的存在论升华。这一过程既是美德伦理

学的现代性转化，更是人类理性面对生存困境的自我救赎。 

当然，作为个体美德的“节制”如何扩展到人类美德(人类伦理)，使“类节制”成为限制人类整

体性贪婪的有效手段，这也是我们必须深究的问题。“节制”是古希腊四大美德之一。柏拉图认为，

人的灵魂可以分为理智、激情和欲望三个部分。欲望是对生殖、营养、占有的冲动，激情是对名誉与

权力的冲动，只有理智是追求智慧与思虑、观照真理的能力，因此，灵魂的理智部分的德性是“智慧”，

激情部分的德性是“勇敢”，欲望部分的德性是“节制”，并分别对应统治者、军人与市民三个不同阶

层。当这三部分都服从理性指导并发挥各自的德性优势时，社会就达到了和谐境界，就实现了“正义”

的德性。可见，节制既是一种个体美德，也是一种群体德性；既是一种伦理德性，也是一种实践智慧，

即“节制是在快乐方面的适度”[9](95)，它是与“放纵”相对应的。人类追求感性快乐无可非议，但必

须有节制，“在快乐方面过度是自我的放纵，是应该受谴责的”[9](99)。所以，节制是介于禁欲与放纵之

间的“中道”，是平衡自我与他者、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身与心的伦理智慧。这种智慧一旦用于个

体，一定是一个人格健全的人；一旦用于社会，一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一旦用于人类，一定是一个

和谐的世界。 

节制从个体美德转化为人类整体性伦理，在宏观上需通过制度约束、文化重塑与技术赋能三位一

体的协同机制，在全球治理、社会规范与个体行为层面构建实践路径。在制度层面，需建立跨区域资

源的公正分配与消费的有效调控体系。一方面，可以通过国际协议与公约制定资源消耗的全球阈值，

将节制理念嵌入碳排放权交易、跨国资源开采监管等制度之中；另一方面，推行“消费累进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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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耗、高污染商品征收附加税，引导市场向绿色低碳转型，甚至可以尝试建立公共资源使用的“节

制积分制”，通过数字身份系统对个人资源消耗进行量化管理，激励节约行为。在文化层面，需重构

消费价值传播与教育体系。可以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影视作品等大众媒介，塑造以节制为美德的消费

文化符号，例如通过短视频平台发起“极简生活挑战”，将适度消费与精神丰盈树立为新的社会风尚。

在教育领域，将勤俭节约作为公民道德安排进课堂，通过模拟生态危机场景的沉浸式教学，培养青少

年的地球公民意识和节约美德。在技术层面，需要依托数字技术实现伦理理念的具象化。如可以尝试

开发碳足迹追踪 App，实时反馈个人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将抽象的伦理责任转化为可视化数据；可以

尝试利用区块链技术构建全球资源消耗溯源系统，确保生产与消费链条的透明化；还可以通过人工智

能优化资源分配算法，在生产和消费系统中实现智能调度，减少资源浪费。这样，通过制度形成外部

约束，通过文化构建内在认同，通过技术提供实现工具，三者协同作用，将节制美德逐步内化为人类

的集体意识与行动逻辑，最终实现从个体自律到全球伦理的升华。 

当然，“类节制”作为人类伦理的整体性要求，本质上是将个体层面的德性修养转化为人类层面

的伦理共识。这种转化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不仅因为个体意识与类意识之间不是简单相加的关

系，而且个体意识之间存在消磨性互损与增长性互益并存的问题，个体甚至会因具体的生活境遇与细

节不同而随时发生道德意识的变化。 

在此，我们仅仅立足于人类整体意识，从四个维度来呈现节制美德的“人类化”。 

第一，在占有与存在之间重返本真性。人类社会自工业化以来，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

已经在危害人类自身，这成了不容争辩的事实。从伦理角度来讲，适度克制人的物质欲望，就是不要

过度追求物质享受的最大化，这是构筑健全精神伦理的关键。物质欲求作为人的本能需求，本身并无

过错，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动力之一，但是如果不加节制地膨胀，那么便会对人的精神世界造

成严重侵蚀。亚里士多德倡导的“中道”思想，为理解人对物质欲望的克制提供了深刻洞见。过度与

不及皆为恶，唯有适度才是美德。当物质欲望过度时，人会陷入对财富、物欲的无尽追逐，将自身异

化为物的附庸。比如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一些人被品牌、奢侈品所捆绑，不断购买超出实际需求的

商品，以为借此便能获得幸福与满足。然而，这种基于物质堆砌的短暂快感稍纵即逝，精神世界并未

因此充实，反而在空虚中不断渴求更多物质填补，陷入恶性循环。康德认为，人应遵循道德法则行事，

而非完全被欲望驱使。克制物质欲望便是一种道德自律的体现，是对自身行为的理性约束。因为意志

自律是最高的也是唯一的道德原则，“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必然以它为条件而受它制约”，人们

只有通过它才能“超越对客体的知识，达到对主体的批判”[10]。当我们能够克制不必要的物质欲望，

便拥有更多精力与资源投入精神世界的建设中，如艺术鉴赏、哲学沉思、参与公益活动等。这些精神

层面的追求，能赋予生命更持久、深沉的意义。适度克制物质欲望，并非倡导苦行主义，而是在物质

与精神之间寻求平衡，以健康的精神伦理引导人生。 

第二，在探索与敬畏之间建立技术良知。在科技创新时，适度克制人类的好奇心，是践行负责任

创新科技伦理的必要之举。好奇心作为人类探索未知的内在驱动力，一直以来推动着科技大步向前。

但当它脱离了伦理的约束、肆意蔓延时，便可能带来难以预估的风险与灾难。如果从功利论角度看，

负责任的创新需考量行为产生的整体后果，而好奇心往往是不顾后果的，仅仅追求心理满足。如，人

类对基因编辑技术的好奇，促使科学家不断探索其在治疗遗传疾病等方面的应用，为众多患者带来希

望。可一旦好奇心失控，贸然对人类生殖细胞进行编辑，试图创造“设计婴儿”，这或许会带来个体

基因优势提升的短暂“效益”，但从长远来看，却可能打破人类基因库的自然多样性，引发难以预测

的群体遗传风险，破坏全人类的福祉平衡。这又从根本上违背了功利主义追求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

原则。如果从义务论角度看，人在行动时应遵循道德法则，在科技探索中克制过度的好奇心，便是遵

循这一法则的体现。比如对人工智能自主意识的研究，若科学家仅受好奇心驱使，盲目追求技术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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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机器过高的自主决策能力，却未充分考虑其对人类就业、社会秩序甚至生存安全的潜在威胁，那

就等于将人类自身置于被技术操控的危险境地，把人类当成了满足好奇心与技术进步的手段，严重违

背了伦理义务。当然，适度克制好奇心并非抑制创新，而是为科技创新筑牢伦理防线，确保在探索未

知的征程中，科技始终沿着增进人类福祉、保障人类尊严与安全的方向稳健发展。 

第三，在即时性与历史性之间重构伦理坐标。适度克制人类的当下感，是人类面向未来理想主义

伦理的客观要求，是对“未来已来”“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伦理的矫正。当下感是人类对即刻体验

与满足的本能追求，在一定范围内，它有助于维持个体的生存与基本需求的满足，然而，一旦过度沉

溺，便会成为人类追求长远价值与理想的阻碍，甚至会让生活变得过度现实与庸俗。及时行乐、聚焦

当下的短暂愉悦，忽视了行为对未来的长远影响，违背了人类面向未来的责任伦理。人类一旦丧失未

来感，就会变得深度无聊与倦怠，甚至出现过度积极的行为方式[11](24)。而过度积极的背后是注重当下

的所谓功绩社会。由于功绩社会缺少未来的否定性，过多的肯定性容易产生过度兴奋，而过度兴奋之

后，就是倦怠。“功绩社会的倦怠感是一种孤独的疲惫，造成了彼此孤立和疏离。”[11](54)适度克制当下

感，意味着我们要以更宏大的视角审视人生与人类，以对未来负责的态度约束当下的短期行为。这并

非否定当下生活的意义，而是在“当下”与“未来”之间寻求伦理平衡，在追求当下享乐的同时，为

未来创造更多可能性和机会，让人类社会在理想主义的照耀下不断前行。 

第四，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寻找伦理公约数。人类天生具有“生于斯、长于斯”的恋本土情结，

并且“人类可感知的尺度”与“我们的主观意图是相匹配的”[12](18)，但如果这种情感过度膨胀，

可能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尽管全球化遭遇逆转，但倡导人类伦理应该是我们不懈努力的方向。打

破国家民族间的恶性竞争，减少人类撕裂，大力倡导世界主义、世界公民、寰球人道主义等人类伦理

观念，应成为当今人类共同的声音。因为“人类—伦理—政治的千年使命就在于达到人类多样性中的

统一”[1](239)。站在全球伦理的视角，“类节制”不同于个体道德自律，其实现机制不仅需要有明确的

共同价值观念导向，而且需要有制度和政策体系与之配套，全球化的大趋势为实现“类节制”创造了

机遇与条件。“类节制”不仅要注重协调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更为重要和艰难的是要协调不

同民族和国家间的伦理关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没有一场深刻的世界大蜕变

是协调不好的。尽管这种蜕变不可预测，但我们真正希望通过这种蜕变，“走出国家至上的权力，走

出战争，进入一个后历史时代，一个世界社会的时代”[1](260)。到那时，通过蜕变，将可能出现一个新

型的人类世界。人类世界需要人类的伦理，就是要将人的“类意识”上升至伦理的层次，形成通适性

伦理法则，如人道主义、和平发展、公平正义、共享共赢等。而“类意识”则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感

觉到“我们都是人”“我们是同类”“我们在一起”“我们要一起过美好生活”，人的任何差异性都消融

在相似性之中，这就是人类的统一性和通感反应。人类的这种统一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基础条

件，只有将命运与共纳入人类伦理的范畴，人类伦理才有可能真正建构起来。 

上述思路，也许会因不周全性或没有切中要害而难以使节制成为人类伦理，不过也是尽可能真实

地基于人类的道德心理和伦理弹性所做出的简要设想。尽管这种设想还无法摆脱自我意识的局限，但

人类伦理需要以个体有意识、负责任的抉择为中介，其背后可能是人类节制意识的生成及其向伦理层

面的提升。这是一个无法预期的过程，只有让人类伦理萌生及其普遍化的步伐加快，才能真正破解人

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伦理难题。与此同时，当“类节制”成为人类文明的集体实践时，其哲学意义远

远超出伦理规范的范畴，直接指向马克思所说的“类本质”(Gattungswesen)的觉醒。这种觉醒不是抹

除个体差异的同质化，而是需要在多样性的创造性转化中实现整体和谐。节制伦理始于个体对欲望的

自觉控制，终于人类作为宇宙间唯一能追问存在意义的物种的责任担当。在这个技术奇点临近和发展

盲区叠加的时代，“类节制”的伦理建构或许是人类文明跨越“存在危机”的关键一跃，是人类在生

存论意义上的真正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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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当后物质主义的浪潮以消费符号、技术赋能与精神多元主义重塑人类生存图景时，“类节制”作

为一种超越个体行为的伦理范式，正在成为破解社会发展悖论的一种思路，即如何在发展与节制之间

寻找平衡。“类节制”既不是对古典节制伦理的简单复刻，也不是对物质进步的消极抵抗，而是在承

认欲望合理性的基础上构建起一套兼顾个体自由与类属存续的动态平衡机制。这种伦理觉悟的核心，

在于将“克制”从传统的道德自律升维为对技术理性、消费逻辑与存在意义的系统性反思。这也就意

味着，在算法制造的需求幻境中，要求我们保持头脑清醒，在资源分配的网络体系中建立责任共识，

在技术扩张的无限可能中划定伦理边界。着眼于现实，“类节制”伦理的实践场域将持续向科技文明

的深水区延伸。人工智能的自主决策、基因编辑的边界探索、元宇宙的欲望投射，正在制造前所未有

的伦理挑战。换言之，当技术赋予人类“造物主”般的能力时，人类如何以“类节制”的智慧避免“能

力过剩”引发的人自身的存在危机？因此，我们急需建立一种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预防性伦

理”。也就是说，在技术应用之前，以人类存续为尺度预设克制的阈值，将“不伤害未来”的责任嵌

入技术研发的初始程序。其实，生态学家早就警告世人，地球的承载力早已要求人类从“扩张型生存”

转向“调适型生存”，类节制伦理恰是这种转向在人类生存价值层面的自觉表达。当然，类节制绝不

是对欲望的否定，而是对欲望的重新定义。后物质主义时代的悖论在于：物质丰盈并未消解欲望，反

而通过符号消费制造了更复杂的匮乏感。类节制的伦理智慧是：人类真正的幸福不在于占有更多，而

在于懂得欲望的限度，要求我们在个人主义与集体意识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所以，“类节制”的真

谛在于，既拒绝消费主义对“幸福”的标准化定义，也超越古典节制中可能隐含的禁欲主义倾向，在

承认个体追求意义多样性的同时，建立“类属共生”的伦理优先性。这种伦理觉悟的终极意义，或许

在于让人类在技术狂飙与物质过剩的时代，重新学会以“有节制的创造”对抗存在的虚无，以“有边

界的自由”守护文明的可持续性。放眼未来，可以预期的是，当数字时代的信息流持续冲击传统的价

值坐标时，类节制伦理的提出不仅是对时代病症的回应，更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伦理立法。它时刻

提醒我们，在一个看似人类无所不能的时代，人类真正的智慧在于懂得“有所不为”；在一个高度强

调个体解放的时代，更高的觉悟在于理解人类自身“类责任”的不可让渡性。如果这样的伦理觉悟得

以确立与深化，那么将是人类在文明进阶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精神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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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si-temperance: Ethical awareness in the post-materialist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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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ost-materialist era, when people’s basic material needs are met, moderate temperance 

becomes possible. This is because temperance, rather than denying material things, reconstructs value 

hierarchies; it is not generational confrontation but a wise balance for the inheritance of civilization. 

“Temperance”, as an individual virtue, should be extended to the entire human race. This extension is of 

great necessity, and its feasibility lies in the “practical rationality” in human evolution. Such practical 

rationality requires establishing a reasonable consumption regulation system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reconstructing a value communication system at the cultural level, and relying on digital technology to 

realize the concretization of ethical concepts at the technical level. For “quasi–temperance” to become an 

effective ethical means to restrain humanity’s overall greed, it is necessary to rethink the path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ssession and existence, exploration and awe, 

immediacy and historicity, as well as particularity and univers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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